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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您的父母以及您的學生時代。
我叫奧莉加·伊薩科芙娜·紮維亞洛娃。我于衛國戰爭結束後不久的1947年出生在列寧格勒（今天的聖彼德堡）。我的父母是東方學家-語言學家，都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聖彼德堡大學）。父親伊薩克·約瑟弗維奇·楚克爾曼，著有關於亞美尼亞和土庫曼斯坦庫爾德人的語言和民間文學方面的書籍；母親瓦蓮京娜·伊萬諾芙娜·紮維亞洛娃，博士論文是關於伊朗的兩種語言——吉拉克語和馬贊德蘭語的語音學，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列寧格勒大學教書，給外國學生教授俄語發音和給本國學生教授波斯語。我所就讀的中學是列寧格勒最好的中學之一，主要學習的是英語。畢業之後，我決定追隨我的東方學家父母的腳步。在1965年，我成為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言學教研室的一名大學生。
為什麼您沒有選擇父母所研究的波斯語或庫爾德語，而是選擇了漢語呢？
聖彼德堡是一個純粹的歐洲城市，然而在它附近有許多我從小就喜歡的非常美麗的與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有關的地方。坐落在皇村（今天的普希金城）皇宮旁邊的中國村就是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修建的，她在與伏爾泰、狄德羅和讓-雅克·盧梭的通信中對這個中央之國產生了興趣。在那個時候，不僅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非常流行，而且模仿現實或者虛構的中國藝術風格（中國風）都成為一種時尚。18世紀80年代，在這種風格的影響之下，皇村中不僅建了中國村，還建了兩個亭子、中國劇院以及一些中式橋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蜘蛛橋”。在聖彼德堡郊區小城——羅曼諾索夫城（奧拉甯鮑姆），按照葉卡捷琳娜二世的要求建起來的中國城，其內部裝飾就帶有明顯的中國風格。早在學生時代，我們就非常喜歡去舉世聞名的“埃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它同樣是在1764年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建造的，其後收藏既有歐洲的、也有東方的藝術傑作。埃爾米塔什的華麗的中國藏品包括敦煌的佛像和壁畫碎片、銅器、石器、景泰藍、陶瓷器等。在這裡我們還能欣喜地看到大量獨特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年畫藏品……展品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傑出學者瓦西裡·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收藏，他寫了許多關於年畫的中國學研究經典著作。
不過這是藝術，而我們在談您選擇語言的問題……
關於中文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我最早是從我父親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同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文學評論家、佛學家、敦煌文獻研究者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什科夫那裡聽到的。他和我家人一樣，都住在科學院的度假村，經常到我家來做客。我最初對中國文學的瞭解就歸功於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什科夫）。由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優雅翻譯的蒲松齡筆下的奇幻世界，給當時還是一名高中女生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推薦我讀這本書的正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什科夫）。成為一名大學生後，我和我的同學、我未來的丈夫、記者、東方學家尤裡·塔夫羅夫斯基主動去聽東方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弗謝沃洛德·謝爾蓋耶維奇·科洛科洛夫的講座。他是一位俄羅斯軍官（可能是領事）的兒子，1896年出生在新疆喀什，在中國接受傳統教育，通過了科舉考試，並中了秀才。科洛科洛夫教授邀請感興趣的人來上他的象形文字課。課程要麼是在東方學研究所坐落於涅瓦河畔冬宮附近的宮殿般的建築裡進行，要麼是在他自己的家中進行。在這時他像一個中國人那樣會講中文，但他說的話並不是日常的漢語，可能辛亥革命之前的漢語。弗謝沃洛德·謝爾蓋耶維奇（科洛科洛夫）在解釋漢字的結構和帶學生們一起朗讀中國經典文學的時候，運用的是幾個世紀來中國的先生們發展出來的方法，他還分發給學生們自己寫的不同風格的書法樣本。
那麼一進入列寧格勒大學，什麼給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應該是我們的坐落於涅瓦河畔的古老建築，還有就是我們的教研室，關於它的歷史，老師們總是很自豪地講述……它成立於1855年，在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成立之後。當時漢語和滿語教研室的領導是瓦西裡·巴甫洛維奇·瓦西裡耶夫，他首創了在字典中排列和查找漢字的方法。這是一種與大量的中國方法所不同的非常方便的檢索方法，作為俄羅斯的漢字字形檢索系統而聞名於世。後來，這一系統由其他俄羅斯學者進行了改進和完善，其中就包括科洛科洛夫教授。“四角號碼檢字法”的創造者王雲五在發明它的過程中也受到了俄羅斯的字形檢字法的影響。他應該是在東京通過一位佛學家羅森貝格接觸到漢字字形檢索系統的，羅森貝格是由聖彼德堡大學在1912~1916年間派到日本進修的。
中國語言教研室都教授了些什麼？你對哪位老師記憶最深刻？
我們的教研室位於東方系第28教室，窗戶正對著伊薩基輔大教堂、青銅騎士像和寬闊的涅瓦河。在狹窄的房間裡仍隔開了一個角落擺了幾排座椅，供老師給學生講課。牆上掛著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和其他一些我國漢學家中的代表人物的畫像。此外還有一些手稿卷冊和版畫等。有兩位傑出的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第一位是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斯佩什涅夫。他和科洛科洛夫一樣，都出生在中國，上過北京的一所精英中學。他是一個漂亮、性格開朗的人，擁有表演、文學和教育天賦。他用自己獨特的方法教我們口語——正確的中文發音。第二位是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亞洪托夫——列寧格勒漢語和漢藏語言學史學派的奠基人、享譽世界的著名語言學家。他的很多著作（但遺憾並不是所有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最近的一部文集出版於1986年。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亞洪托夫）的家就是一個豐富的漢學圖書館，他的任何同事甚至學生都可以從這個獨一無二的圖書館裡借閱書籍。從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亞洪托夫）那裡學到的理論語言學、中國語言史、方言學知識把我們帶入了中國傳統與當代語言學的複雜而又迷人的世界。我的學期論文和畢業論文就是由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亞洪托夫）指導的，後來我按照他的建議撰寫了副博士和博士論文。現在他已經85歲高齡，仍然在大學教書，幫助所有的新生撰寫學期論文和學位論文。
您讀大學是在1966~1971年，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階段。中蘇關係的惡化對您的課業產生了什麼影響？
對我們的學業可能並沒有什麼影響。我們所有的老師都是中國以及中國文化、文學、藝術和語言的崇拜者。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被他們解釋為這個偉大國家五千年跌宕起伏、擴張與征服的歷史上的又一段動盪時期。除了一般課程外，我們還修了一些特別課程，如關於元雜劇的課程。學習民族學課程時我們還到人類學與民族志學博物館有趣的參觀活動，這個博物館建於彼得大帝時期。我們研究了預備役士兵的收藏品，試穿中國古代服飾，18世紀中國將軍的制服就非常適合我未來的老公……
在您的學生時代，除了有趣的講座和參觀博物館，還有哪些關於漢學的樂趣？
三年級時我們到斯別什涅夫老師家晚餐應該算是個大事件。他邀請我們到他家，並準備了一桌中國菜。我們不僅是第一次看到中國菜，而且是第一次使筷子。不過我們是上完一整天的課才去參加的這個宴會，饑餓感有助於克服這種情況下一般會有的心理障礙。
購買中國書籍也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快樂。涅瓦大街上的書店出售共產主義國家的書籍，店裡還存有中國50年代的出版物。在這裡我們高興地買到了宋代繪畫集、李可染的作品集、齊白石和徐悲鴻的畫卷複製品以及中文的小說。那個時候書籍是非常便宜的，我們用自己的獎學金就可以負擔的起了。
不過，可能多少還是可以感覺到中蘇關係的惡化吧？
很不幸，確實能夠感覺到。中國的學生和研究生已經離開列寧格勒了，其中很多人的俄語發音還是在語文系向我母親學的呢。而我們也不能到中國進行語言培訓了。去臺灣也是被禁止的。那麼就剩下一種可能性——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大門從1968年開始向蘇聯學員敞開了，那裡也教授中文。
您有沒有想過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
是的，我是去莫斯科讀的研究生。我收到了同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生的著名中國學家、唐古特學家米哈伊爾·維克多羅維奇·索弗羅諾夫的邀請，他在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組織了一個語言學小組。開始時我一直沒有機會去中國，不過後來有機會參加了在中亞和哈薩克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民族學考察。
在中亞和哈薩克，有什麼能使中國語言學家感興趣呢？
事實是，在19世紀下半葉，陝甘回民起義被鎮壓後，一些持中國方言的回族穆斯林群體遷移到今天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部分地區。後來，在俄羅斯——和新疆一樣——周邊的民族稱這些人為“東幹人”，儘管他們仍稱自己為“回民”，或者“中原人”。
不過根據正式的說法，他們講的應該是專門的東幹語吧？
是的，你說得對。1924年，東幹人被正式承認為蘇聯的少數民族之一，他們的語言是專門的東幹語，書面語言最初是在拉丁文、後來是在基里爾字母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東幹人在與我們的談話中總是強調自己語言的獨特地位，會擔心別人懷疑他們講中國方言，在史達林時期很多人遭到了殘酷的鎮壓。
蘇聯解體後這種情況是否發生了變化？東幹人有沒有覺得與中國存在緊密的聯繫呢？
在後蘇聯時期，東幹人開始極力強調他們與生活在中國的回族穆斯林的聯繫，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就是“中國血統“，他們希望學習普通話和中國的文字。年輕人在西安和烏魯木齊的高校中接受教育，東幹學者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友好交往，東幹商人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充分利用他們的語言優勢。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育對東幹人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他們與土耳其和其他伊斯蘭國家的聯繫也逐漸建立起來。
那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東幹人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在與東幹人交往的時候，我們好像神奇地從現時代穿越到了清朝時期的中國。東幹人喜歡清代服裝和頭飾，在婚禮上會穿戴。他們還喜歡銀飾和中國風格的繡品。“東幹人的婚禮與現代的伊斯蘭婚禮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總的來說，他們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一位在當地學校任教的哈薩克人如是說。而在東幹人的語言中可以發現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中使用的語言，而不是當代的普通話。
關於東幹人的風俗習慣和住所，您還記得什麼嗎？
我們睡在高出地面的木板上，我記得叫“炕”，沒有暖氣，白天炕上放置小桌，我們就坐在小桌邊。我們用筷子吃當地的飯菜，當地的飯菜不加醬油，這顯然是遷移到沙皇俄國後東幹人入鄉隨俗養成的習慣，另外，當然就是——按照伊斯蘭習俗——沒有豬肉菜肴。在東幹人這裡，我第一次嘗到了一種透明的豌豆製成的麵條——他們稱之為“粉條子”，順便說一下，這種東西就按照東幹人的稱呼出現在了改革後的俄羅斯的超市中，這時我國居民已經開始愛上異國風味的菜肴了。
除了收留你們住宿的東幹村民外，在這次旅行中你們還與哪些東幹人進行了交流？
我們在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考察中得到了當地東幹朋友——教師、學者們——的巨大幫助，他們中包括著名歷史學家穆罕默德·蘇尚洛（Мухамед Сушанло）、東幹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尤素卜·楊善新（Юсуп Яншансин）、著名女詩人和吉爾吉斯國家電臺東幹語播音員阿以舍·滿素洛娃（Айша Мансурова）。在滿素洛娃的請求下，吉爾吉斯電臺甚至配給我一輛帶有專門設備的汽車，使我能夠在農村地區製作磁帶錄音。楊善新的妻子——民族志學者老姐兒·沈洛（Лоджар Шинло）向我們生動講述了東幹的服飾、菜肴和生活習俗，她寫了一系列關於東幹圖案裝飾和東幹文化的書籍。我至今仍保存著她送給我的中國風格的銀戒指，那是她從某位東幹工藝大師那裡得到的。在東幹朋友的幫助下，我還與一些剛剛從中國的臨夏、天水和銀川遷移過來的移民進行了交流。他們都是阿訇（來自波斯語中“老師”），為躲避“文革”逃到蘇聯，其實他們很害怕與我們這些從莫斯科來的外人交往。
你們是否使用了中國方言學家的方法來研究東幹語？
在出發之前，我特意研究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傑出的語言學家、方言學家趙元任、白滌洲、董同禾、楊時逢等人的著作。在20世紀20~30年代，他們參與了一次由清華大學組織、後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手的、到中國不同地區開展的方言調查，這些學者研究出一種考察方言的現代方法，包括運用傳統中國的音韻元素。這些方法實際上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全中國方言調查中就被使用過了，而我在70年代研究東幹方言時也得益於這些方法。
您在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考察中，最想瞭解關於東幹語的哪些方面呢？
我給自己定的任務是盡可能全面地對東幹語的兩個主要分支——甘肅東幹語和陝西東幹語——進行語音描繪，並且在中國語言地圖上確定它們的位置。我的副博士論文就是在此次考察的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在此基礎上我還於1979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專著。書名雖為《甘肅方言》，不過實際上涵蓋了從新疆到山東的廣大地區。在根據當時所能夠得到的各種資料（包括我的老師亞洪托夫從北京帶回來的全中國漢語方言調查成果的出版物）而繪製出的語言地圖的説明下，我成功地確定了東幹方言在中國地圖上應該處的位置。研究發現，不考慮相對近期的漢族和回族向新疆的移民，東幹人講甘肅南部（不包括蘭州）和陝西關中西部（不包括西安等關中東部地區）的方言。運用中國方言學中使用的當代術語，我們可以說，東幹語屬於中國北部方言群（官話）中的中原子群。早在列大學習期間，我在語文學系的語音學教研室上了些專門課程，從此對實驗語音學方法產生了興趣。通過這種方法，我成功地得出這些結論。特別是發現，甘肅方言中，東幹語不是像以前所認為的那樣只有三個聲調，而是四個，類似於北京話，只不過它們並不是在所有的詞和片語中都有差別。
最近幾年，副博士論文答辯之後，您還曾從事過東幹語的研究嗎？
我是在很多年以後才又回到東幹語的研究上的——是在新千年開始後，當中國和世界突然對東幹產生興趣的時候。這種興趣的基礎可能是對於後蘇聯時代的中亞地區的語言進程且不僅僅是語言進程的普遍興趣。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對於同胞以及漢語同其他語言的聯繫的關注。畢竟，歷史對東幹人和他們的語言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離開中國已經150多年，幾代移民生活在其他民族中間，生活在其他語言和文化環境中。他們完全失去了象形文字的知識和與書面漢語的聯繫，開始使用拼音字母甚至俄文的基里爾字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保持了他們的祖先所使用的方言，出版東幹語的報紙和雜誌，創作小說。總之，在最近的十年間，中國出版了一系列的不同規模和水準的關於東幹人和東幹語的學術著作。
那麼您是否也同東幹學家們保持著聯繫？
烏魯木齊的新疆大學教授海峰就東幹語寫過一本可以說是最詳細和最有意思的專著。我們經常見面並保持著書信往來。前不久，這位研究者完成了一項偉大的工作——用漢語記錄東幹的民間故事和傳說。這些故事和傳說已經由伯里斯·利沃維奇·李福清院士收集和翻譯成了俄文。順便說一句，李福清院士同樣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這本新的集子於2011年在上海出版。東幹的題材在西方也是非常有現實性的。我為漢語和中國語言學百科全書撰寫的關於東幹語和中國—伊斯蘭語言關係史的文章，即將由著名的布里爾（Brill）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我與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東幹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聯繫也重新建立起來。他們中有吉爾吉斯國家科學院院士伊馬佐夫（Мухаме Имазов）教授，文學家、東幹民間文學專家、詩人伊斯哈爾·十四兒（Исхар Шисыр）。東幹族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都在關注本民族以及他們獨特的語言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的命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正在致力於回歸象形文字，另一些人則堅持維持現狀。我與哈薩克東幹協會主席胡塞·達烏羅夫（Хусей Дауров）就在來往的電子郵件中討論過這個問題。
據我所知，您不僅對蘇聯和後蘇聯時期的東幹人感興趣，對中國境內的回族穆斯林的語言和文獻也感興趣。我國有這方面的原始資料嗎？
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什科夫曾向我展示過保存在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部的稀有手稿。它們大概是在17世紀時用中文寫成的，但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用的阿拉伯和波斯字母。這些手稿在當時被帶出中國，但即便像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這樣的精通中國不同時期文本的大行家，也不能理解這些手稿的內容。他求助於一些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專家。幾年後，我的一位在莫斯科的東方學研究所工作了一輩子的朋友，同時也是我的導師、東幹學者阿卜杜拉赫曼·卡裡莫夫（Абдурахман Калимов），贈送給我這些文本的新的樣本。這本石印書印製於19~20世紀之交的塔什干，是由一位來自寧夏靈州的回族穆斯林寫的。在這本書中，很幸運，既有中文的文本，又有其來源阿拉伯文的文本。在我通曉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母親瓦蓮京娜·伊萬諾芙娜·紮維亞洛娃的幫助下，我第一次瞭解了回族穆斯林是如何用阿拉伯和波斯字母來記錄中文音節的，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這是非常有趣和重要的。
在蘇聯解體後的東幹人中以及當代中國，是否有新的用阿拉伯字母拼記漢語的伊斯蘭經文出版物問世？
在中國還是很多的。應該說，在20世紀80年代，包括中國研究人員在內的所有人都完全相信，用阿拉伯字母拼記經書和漢語的表音文字已經不再使用了，不但在蘇聯的東幹人中，而且在中國也都消失了（東幹人稱這種表音文字為“小經”）。在東幹人的村子裡，我們被告知，如果阿訇沒有繼任者的話，經書都要燒掉——因為不希望它們落入無知的人或者異教徒手中而被褻瀆。直到改革開放時，伊斯蘭文獻，包括小經文獻，才得以在中國重新開始出版。然而在西安大清真寺的小店中，我很傷心並沒有找到這樣的出版物，那裡只出售中文和阿拉伯文的伊斯蘭書籍，以及面向中國人的阿拉伯語教材。但當我向穆斯林打聽西寧最大的清真寺——東關清真寺的時候，友好的他們還告訴我附近專門出售伊斯蘭文獻的商店，那裡大部分擺放著小經文獻。使用這種表音文字的東幹語古蘭經不久前問世了。
您的副博士論文以及第一本出版物探討了中國西北的語言地理學和蘇聯東幹方言。那麼您的博士論文主要是關於什麼問題的？它基於哪些資料？
我對語言地理學的熱情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不過，我開始不再僅限於西北地方，而研究其他的官話方言，眾所周知的，向南擴展到長江流域和雲南省境內。到這時，我已經積累了1949年之前和之後的中國方言學豐富的資料資料。其中一部分是從各個圖書館收集到的，一部分還是早在1962~1963年我的老師謝爾蓋·葉甫蓋尼耶維奇·亞洪托夫從中國帶回來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中國如雪崩般湧現出大量新的方言學資料，其中包括雜誌《方言》上發表的文獻。其中不僅包括傳統的關於中國語言學音韻學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有關於詞彙和語法的資料。可能首次出現了驚人的詞素音位學方面的證據，換句話說，就是語流中的語音變化，這在以前被認為是在屬於孤立語的漢語裡幾乎沒有的。首先，我試圖搜集海峽兩岸出版的關於官話方言語音學的所有舊的和新的資料資料。隨後，我繪製了一系列反映近千個地理位置資料的方言地圖。
您對中國北方的語言地理學研究有何成果？
我的博士論文的基本結論，即之前研究的結果，我成功地發現了一個前所未知的官話方言地區內部沿著淮河和秦嶺的語言分界線。從地理上看，這條自然邊界劃分了黃河和長江流域。從歷史上看，它是女真國家金和南宋之間的邊界。
事實上，這是關於一個全新的中國方言邊界的劃定。那麼您是否發表了相關的著作來公佈您的研究結果？
我的研究成果已經發表在一系列不同的學術出版物中。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82年的莫斯科學術期刊《語言學問題》上。第二篇——1983年在日本發表，是在一個學術項目框架內，項目主持人為在中國語言學多方面皆有建樹的傑出的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教授。我們相識於莫斯科的遠東研究所。關於語言地理學的內容，則發表在我的專著《漢語方言》中，於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
您曾有機會與外國同行探討您在20世紀80年代取得的語言地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嗎？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80年代初我與我的記者丈夫去了趟日本。在那裡，橋本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一些同樣從事漢語研究、歷史語音學研究和方言實驗研究等年輕的語言學家同行。我們開始定期會面，討論俄羅斯和日本的中國學成就。為了克服語言上的障礙，我們通過漢語進行交流（儘管我在大學時學過日語，但一開始我的日語講得很不好）。我給我的新朋友講述俄羅斯的方言學和語言地理學傳統，介紹始於19世紀的俄羅斯和斯拉夫語言地理學中測繪方言和繪製地圖的方法。當然，我也向他們展示了我所繪製的中國北方方言地圖，在橋本教授的幫助下，其中一部分已經在東京發表了。在我們位於澀穀公園附近的按照東京的標準來說已經很寬敞的公寓中，我和我的日本朋友們不僅從事學術活動，還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業餘時光。我準備俄式飯菜，我的丈夫舉辦俄羅斯伏特加和亞美尼亞幹邑的“品鑒會”。反過來，日本同事則邀請我們去橫濱。我們在中華街流連，逛中國紀念品商店，到餐館品嘗中國菜，喝紹興酒。後來，我在東京結識的這些年輕的日本學者，其中包括現在金澤大學榮譽教授岩田禮，也開始熱愛上中國的語言地理學，並且繪製了新的地圖——當然已經是在電腦的説明之下了。
您現在與哪些中國的方言學同行有聯繫呢？
2010年，我在北京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做了關於俄羅斯的中國方言的研究報告。這是由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舉辦的首次關於中國語言地理學問題的國際學術會議。有超過60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包括我在東京認識的老朋友們）和美國的語言學家參加了此次會議。我非常高興能夠一下子與幾代中國學者建立聯繫。這是一群具有高學歷、充滿熱情、熱愛自身事業的人。他們在這個國家的不同地區研究中國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並且充分代表了中國當代語言學的水準。我與石汝傑教授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他是吳語專家，而且與大多數中國方言學者不同的是，他通曉俄語，並且瞭解我們關於中國語言學的出版物。
至於我所發現的淮河秦嶺一線的語言邊界，其意義甚至可以與眾所周知的以長江為界劃分中國語言學上的北方與南方的意義相提並論。關於這一點，語言研究所所長曹志耘教授在會議報告中予以了強調。他說，中國的語言學家才剛剛開始利用21世紀最先進的衛星地圖技術對中國進行語言地理學分區。這條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不久前剛剛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方言地圖集》。而20世紀80年代僅僅通過手工製作的地圖所發現的北方（官話）方言區內的分界線已經被新的地圖集的資料所證實。
您能不能談談漢語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狀態？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漢語在國家生活中佔據著應有的位置。事實上，它成為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全面轉型的組成部分，是改善中國國際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精神價值體系中，語言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為一個使用古老象形文字的語言，漢語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載體，是全球化背景下維護國家認同的保證。儒家傳統對於語言和學問的尊重是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條件。不僅書面文獻、各種類型的象形文字符號，而且，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是，中國不同的方言也被認為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您對中國語言學的總體印象是什麼？畢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幾乎停滯了……
當代中國語言學無法不對其他國家的學者產生巨大的影響。每年都有數百部（篇）專著、文集、論文得以出版，覆蓋了語言學的各個方向——從原始象形文字到機器翻譯和電腦語言學。中國學者尋求使用——可能現在還沒有全力以赴——西方的理論、方法和術語，重要和有趣的是，與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方法和理論一樣吸引他們。我們看到，海峽兩岸不同領域的語言學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國的語言、文字和語言學的發展不僅與國家的成功發展相聯繫，而且還是國家文化安全以及世界公眾輿論中中國的良好形象的組成部分。這些問題在2011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得到特別關注和討論。
再說回俄羅斯，俄羅斯人是不是早就開始瞭解漢語了？
俄羅斯對於漢語的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早在1739年，一位受洗禮的中國人——有可能是滿族人——周戈就開始在莫斯科教授漢語。他後來被彼得堡的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學生們所接替。這個傳教士團由彼得一世成立，存在於1715年至19世紀中期，是關於中國和漢語的資料的主要來源。使團成員中有第一批中文譯員，它的工作人員和學生編纂了最早的簡明詞典和後來的基礎中俄辭典。使團團長中包括俄羅斯漢學的創始人比丘林和卡法羅夫。比丘林提議在當時俄華主要的貿易中心——恰克圖邊境地區建立俄國首個漢語學校。他還為學校撰寫了第一部俄文的漢語語法，其中借鑒了西歐學者在編寫漢語語法過程中的經驗。俄羅斯首個研究漢語的教研室成立於1837年，在喀山大學東方系。而教研室的教師們在1855年彼得堡大學成立東方語言系之後，遷到了當時的首都彼得堡。
蘇聯時期對漢語的研究情況如何？
蘇聯時期對中國語言的關注更多是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考慮。在20世紀20~40年代的共產國際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要翻譯成中文，中國學生、軍校學員在蘇聯教學機構中學習，蘇聯專家要進修漢語，這些都需要各種關於漢語的方法論書籍、教材和參考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提供了大規模的援助，也導致了蘇聯教育機構中漢語研究的增長，反過來又促進了各種教科書的出現。甚至60~8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關係的惡化同樣要求語言的“伴生”，當時在蘇聯講漢語的宣傳人員和軍事人員的數量也增加了。
那麼蘇聯時期的漢語理論語言學研究如何呢？
蘇聯時期可以說是漢語的理論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代。應用語言學一直在刺激對漢語的基礎性研究。當然，蘇聯時期理論語言學的繁榮同樣離不開蘇聯基礎科學的全面發展。重要的中國學流派——莫斯科流派和列寧格勒流派——建立起來。兩個學術中心都積累了豐富的圖書館館藏。蘇聯的學者，包括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蘇聯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從事著漢語理論問題各個方面的研究——語音、詞彙、語法。蘇聯時期，我國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專著、論文有數百部（篇）。
在當代俄羅斯社會，漢語是否流行呢？
在當代俄羅斯，對漢語應用研究興趣的持續增長是由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所帶動的。在俄羅斯的互聯網上，關於中國和漢語的信息量增長顯著。對漢語的學習和研究在青年人中很有聲望，公共服務部門和實業界對於漢語人才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在蘇聯時期，要想列一個教授漢語的高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清單還是相對容易的。而在今天的俄羅斯，全國不斷有新的教漢語的系、部、教研室和課程湧現，且需求仍在增長。具有重要意義的是，2010年被宣佈為俄羅斯的“漢語年”，此前的2009年是中國的“俄語年”。2010年，在俄羅斯的不同城市，舉辦了各種學術會議、展覽、關於漢語的知識競賽、中國藝術家的巡迴演出、電影和音樂周。在至少130所俄羅斯高校中有超過1萬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正在學習漢語。在這130所高校中，有40所漢語是其主要教授的外語，其餘則是對其他語言教學的補充。同時還有20所中學也教授漢語。此外還存在一些商業性的漢語教學機構，包括中國政府成立的孔子學院，在這裡漢語的普及被當做增強文化軟實力和打造中國正面形象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的漢語教材的情況怎麼樣？
各個出版社都在出版大量新的教科書、會話手冊、辭典，給漢語學習帶來便利。這裡我不能不指出，2004年在聖彼德堡出版的我的老師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斯別什涅夫的關於中文發音和對話的教材是目前最好的新教材之一。此外，還有2007年問世的塔馬拉·尼基福羅芙娜·尼基京娜的關於新聞文本語法的教材。作為著名的古漢語學家，尼基京娜教授在這部教材中特別關注了當代新聞文本中的文言文元素。
那麼漢語的理論語言學呢？形成於1917年前後的漢語的基礎語言學研究傳統是否保持下來了？
當然，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基礎科學研究經費的削減以及其他一些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不良趨勢必然會反映在我國漢學研究的現狀上。對於漢語理論語言學的興趣明顯下降了。在當代俄羅斯，語言學總體上就不屬於是最享有榮譽的知識類別，甚至對於被我們稱為“偉大而強大的語言”的俄語，其研究地位都急劇下滑。坦率地說，我和其他語言學家，甚至所有俄羅斯的知識份子，都很羡慕我們的中國同行在中國所享有的聲望地位。
在俄羅斯的科研中心和高校中，語言學研究課題在不斷收縮。中國學學術活動的舉辦和文獻出版面臨很大的困難。然而，本土漢學家—語言學家的基礎研究成果，不僅像以前一樣運用到漢語教學和輔助工具的建立上，而且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正如其他任何理論科學成果一樣，它們可以被完全意想不到地應用到當代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中。儘管中國現代語言學已經重新定向於西方科學，但蘇聯漢學家—語言學家的理論成果在中國仍然被廣泛閱讀、研究和引用，這絕不是偶然的。俄羅斯漢學歷史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學，至今仍在中國學者最新的著作中所討論和研究。
語言學研究在遠東研究所中的地位如何？
正如您所知道的，遠東研究所整體上還是定向于現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當代歷史的研究。它是作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對抗的智囊團而成立于蘇中“冷戰”時期的。克里姆林宮最初不明白北京為什麼舉辦集會來批判孔子，因為在中國中央政治局中並沒有這樣一號人物……當按照上級——換句話說就是蘇共中央——的要求，準備關於劇本《海瑞罷官》的資料時，以及解釋毛澤東詩詞中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古代歷史形象的引用時，我的文學家同事們笑了。我記得，就開始對華進行“東幹語”廣播這一計畫也曾徵詢過我的意見。然而，在研究所中還是聚集了一批真正懂得語言、文字和語文學傳統對中國當代的重要意義的中國文化領域的專家。這就是為什麼早在20世紀70年代，遠東所就成立了一個由索弗羅諾夫教授牽頭的語言學家小組。在爾後的年代中，語言學和文學、文化尤其是哲學一樣，始終保持在第一方陣，在研究課題方面佔據重要地位；在學術會議議程中，關於語言和文字的報告也都組成一個單獨的部分。
研究所的出版物方面是否也反映出這種狀況？
這是當然。在遠東所前不久出版的多卷本《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中，第三卷中就有專門一部分關於語言和文字的內容（全書共六卷）。2010年俄羅斯“漢語年”的時候，“東方文獻”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著作《漢語大世界》。本書面向不同的讀者群——既有那些已經掌握了這門地球上最通用語言的人群，也有那些仍在考慮是否學習漢語的人群。書中的內容包括漢語的歷史、漢語在全球語言分佈中的現狀和地位。關於漢語世界各個地區的語言狀況和語言政策的最新資料也會引起不同研究方向的漢學家以及其他國家專家學者的興趣。我在書中還加入了自己近年來的旅行所積累的觀察體會，以及許多有趣的照片——方言文字的招牌、不同風格的書法作品、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引用的文言文、西安清真大寺中仿照漢字寫的阿拉伯格言……
您在工作中使用過哪些圖書館？
我國有著最豐富的漢學書籍資源，尤其是在莫斯科和聖彼德堡。我尤其要感激我們研究所裡獨一無二的漢學圖書館的藏書。它是在1958年由中國學研究所根據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的決議建立的。館藏主要包括：俄國傳教士團在北京的圖書館藏書、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藏書、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個人收藏的書籍。在大量關於語言和文字的藏書中，可以找到革命前的中俄詞典、19世紀的木刻插畫版的《三字經》、1937年吉爾吉斯出版的關於東幹語拉丁化的稀有小冊子、20世紀50~60年代中國語言學家的著作……
俄羅斯的圖書館中對於中國語言學最新出版物的收集情況怎樣呢？
遺憾的是，中國學圖書館幾乎很難得到最新的中國語言學方面的出版物，對於必需的出版物，要麼我自己從中國購買，要麼托朋友帶來。
中國的書店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逛中國的大書店就是一個節日。我最愛的出版社書店是“商務印書館”，它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以其語言學方面的出版物而聞名。就是在這個商店裡我買到了三卷本的《漢語方言地圖集》。而商務印書館的上層代表能夠出席中國地理語言學國際會議並非偶然。我還記得有一次去杭州的新華書店，那是個高層建築，裡面滿是各個年齡層的讀者。成年購書者在電子圖書索引系統中查詢他們想要購買的書。學生們偎坐在角落裡，享受閱讀的樂趣。一位僧侶和著裝嚴肅的男士們則在一個專門的區域翻閱辭典。在這裡可以買到所有當代中國出版的白話版中國中世紀小說，也可以買到古籍經典著作的通俗普及版本。在教育教學部，一些書架上陳列著文言文教科書。而各種各樣的漢語語言學書籍佔據了相當大的空間。其中有吳語方言（當地就講這種方言）的理論研究書籍和上海方言（類似浙江省的通用語言）的參考書。還有幾乎整整一層都是英文教科書——在中國學習英文的人不少於3億。俄語學習的書籍則僅佔據了兩個不大的書架，也並不是偶然的。在中國的高校中學習俄語的，很遺憾，只有不超過2.5萬名學生。
能談談您在中國的旅行嗎？
在最近的15年間，我和我的丈夫尤裡·塔夫羅夫斯基在中國的不同地區有過若干次令人興奮的旅行。開始時按照傳統的旅行路線：北京——長城、十三陵；之後是上海——外灘、浦東新區。在參觀浦東的時候，導遊站在一塊菜地中間對我們說：“這裡將建成一座摩天大樓，那裡將是一座機場。”2005年的敦煌之旅令人驚歎。在學生時代，我就多次聽我的老師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緬什科夫提起過敦煌，他一生都致力於敦煌文獻的研究。當然，敦煌和它的周邊地區絕不是幾天就能逛完的，而應該花上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甘肅北部的雄偉的莫高窟、絲綢之路上的殘長城、黑戈壁、奇特的沙中綠洲，這些景觀不在俄羅斯遊客的一般旅遊線路之中，在我國鮮為人知。那裡有那麼多可供語言學家、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研究的資料，甚至夠他們研究上好幾輩子的。
去青海省是在2005年，我們遊覽了青海湖，住在一家伊斯蘭文化中心的穆斯林酒店中，參觀了西藏以外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塔爾寺。在甘肅的省會蘭州，我們第一次看到了雄渾的黃河。在江蘇，我們徘徊在美麗的蘇州園林之中。在浙江，我們欣賞了無與倫比的西湖美景，參觀了龍井茶的種植園，還去了魯迅的故鄉紹興和蔣介石的故鄉溪口。我們既驚訝於共產黨中國對當地傳統生活方式的保護，在街上可以見到出售當地特產——溪口千層餅（原料中有海苔菜的小點心）、門面上掛有方言牌匾的店鋪；我們也驚訝於共產黨對蔣介石故居的尊重和保護。我所參觀過的名勝清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我們還看到了漂亮的新建機場、現代化的高速列車、高層建築、整齊的農田和農民們結實美觀的新居。還有就是充滿愛心地修復的古老博物館和新建的博物館，這些反映中華文明成就的博物館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同樣非常深刻，全中國博物館的數量已經超過了3200座。
那麼您最喜歡的中國博物館有哪些？
考慮到我的學術興趣，首先想提到的是中國文字博物館——新館和老館。兩座都坐落在河南省北部的安陽市。
第一所博物館於1965年在殷墟古城遺址處建成，這裡一百多年前發現了大量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象形文字——甲骨文。考古發掘不僅有力地證實了被一些學者認為是神話的商朝的存在，而且令人驚歎地展示了中國古代鑄造、玉石雕刻、兵器製造和建築的工藝的高超和精緻。2006年殷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0年入選中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我們看到，古城遺址被精心地保護起來，以防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在它上面仿照古代建築建起了宮殿或者是罩上玻璃蓋子，還有一些發掘處重新用土細心地覆蓋起來。
新的文字博物館於2009年在安陽開放。它擁有了國家級的地位，坐落在城市的另一個部分——人民大道東段的北側。“中國文字博物館”的牌匾由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題寫。三層的主展館的屋頂是金色的——這是中國古代帝王的色彩，館內圓柱是朱砂色的，再現了商周時代的建築風格。新大樓的建築可能過於奢華，特別是與殷墟博物館穩重的風格相比。博物館內部則採用了21世紀歐洲最新的建築工藝，它的展廳處處體現著現代技術奇跡——互動式面板、觀看3D和4D電影的設備。按照建造者的意圖，這個博物館應成為國際性的中國文字的研究和推廣中心，而中國文字在樹立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良好形象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於中國其他博物館來說，這種古典和現代的共生是否具有典型性呢？
確實是，在上海博物館新建築的設計中，混凝土、鋼材和玻璃再現了古代中國對於世界結構的認識：圓形的天空主宰了方形的土地（天圓地方），土地的正中心則是中國（中央之國），野蠻人生活在方形土地的角落，缺乏上天力量的眷顧。在寬敞的展廳中，在變幻的燈光和其他技術手段之下陳列著罕見的各種風格的書法作品，其中也包括中國繪畫作品，還有刻有古代銘文的銅器、瓷器、個人和官方的印章、錢幣……而外國遊客最瞭解的西安附近的兵馬俑，其博物館中8千多名赤陶制士兵上方的巨大圓頂建築同樣運用了現代化的建築形式和技術手段。博物館的建築坐落在20世紀70年代令人震驚的考古發現之上，可以把我們帶回到商朝之後一千多年的秦帝國。人類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與商朝的統治者將其隨從屠殺陪葬不同，秦始皇代之以陶土製成的兵馬俑伴隨其升天。而與刻在獸骨和貝殼上的原始符號不同，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全帝國統一的正規而美麗的文字符號……
在最近一段時間，普通俄羅斯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在20世紀70年代的我國，日本的東西變得很流行，關於日本的通俗讀物（我丈夫也寫過一些）很受歡迎。甚至我自己在從日本回國後也寫了一本關於日本生活的書《東京和東京人：工作日、假日和節日》。這好像是在蘇聯出版的第一本關於這個旭日之國的“女性”書籍。新世紀以來，中文和其他所有中國的東西開始接替日本或者說與日本一樣，在俄羅斯成為時尚，我會說，21世紀流行“中國風”。成年人和孩子都去參加太極拳小組。搬新居的人會邀請風水專家到家裡，儘管我們的住宅一般都不朝向正的方位。時尚女性節目的主持人出現在電視銀屏前時都穿著中國絲綢服裝。自我們國家的同樣也是中國的“開放”時代之初，俄羅斯人就喜歡去這個“中央之國”旅行。現在大眾旅遊的熱點主要還是海南和北戴河的海濱療養勝地，不過民眾對於中國的名勝古跡的興趣已經開始增長。
俄羅斯人對臺灣感興趣嗎？
我估計好奇的俄羅斯遊客很快就會在臺灣出現。在俄羅斯作家瓦西裡·阿克肖諾夫的小說《克裡米亞島》中，虛構了布爾什維克勝利之後俄羅斯國家部分領土的分裂，並描繪了它的獨立存在。其實在上世紀20年代，阿克肖諾夫所杜撰的情節是完全可能變成現實的，當時克裡米亞半島是尚未被共產黨軍隊佔領的最後一塊俄羅斯土地。在任何情況下，阿克肖諾夫的小說都在提醒那些善於思考的讀者注意臺灣的歷史經驗。不過在大多數俄羅斯普通民眾中，盼望到大中國的不同地區去旅行的人越來越多。這不可避免地推動了漢語學習，以及刺激了關於世界上使用範圍最廣的語言和關於臺灣海峽兩岸不同地區情況的讀物的出版興趣。
在目前這個對中國興趣大增的時代，您未來有何創作計畫？
我所從事的仍然是純粹的學術研究。我將努力跟蹤中國語言學家的最新成果，包括語言地理學方面的著作，還有中國和華語地區語言政策及語言形勢的新變化。和以前一樣，我對中國的穆斯林，特別是他們當中移民到俄羅斯帝國土地上的那部分人的語言深感興趣。我關注這些人群在蘇聯解體後文化和語言優先發展方向的變化，跟蹤當代東幹社會中驚人的語言學辯論。現在，俄羅斯人對中國、中國文化和漢語的興趣已經如此之大，我們不應該只限於純粹的學術出版物和狹隘的專家圈子。科普書籍和網路出版物，並不總是由真正瞭解中國的人寫的，這並不能滿足人們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興趣。最近，我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了數篇文章，讀者成千上萬。畢竟現在已經很明確了，中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文化和語言建設領域。我們國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語言，即便是俄語也存在著各種方言。這是寶貴的非物質遺產，需要我們研究和保護，就像現在中國正在做的那樣，順便說一句，也像蘇聯時期我們曾經做過的那樣。蘇聯時期為少數民族創制了文字，在我們的社會中，俄語和語言學的地位是很高的。在21世紀的條件下，中國平衡發展經濟和文化、鼓勵促進基礎人文科學的經驗對於俄羅斯來說是非常有用的。
